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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项调查的考察与分析

王 丽 萍　方 　然

ÄÚÈÝÌá Òª: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中外学术界广受关注。关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

向 ,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重要。基于全国范围的

调查 ,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 ,对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政

治参与行为的诸多心理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并验证政治效能感、信任、权威人格等政治

心理因素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特别是在投票和其它政治参与行为中的作用差异 ,以期

探索和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¹Ø¼ǘÊ :信任 ;权威人格 ;政治参与 ;政治心理 ;政治效能感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是近年来中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和研究领域。这一领域也是产生了有

关中国政治研究最多经验文献的领域之一。随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

度的实施 ,以及其他层级和类型的参与机制的逐步完善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实践日益丰富。关

注公民的态度、情感等心理倾向 ,对于理解公民在既定制度与政策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尤为

重要。

Ò»¡¢ÖÐ¹ú¹«ÃñÕþÖÎ²Î ÓëµÄÒ»°ã×´¿ö

政治参与常常与不同的“政治参与 ”概念联系在一起。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 ,对政治参与概

念的界定从较为狭窄的将政治参与界定为主要是投票和选举活动到比较宽泛的将表明政治兴

趣、参加政治讨论和辩论等也视为政治参与 ,林林总总。维巴 ( Sidney Verba)等人将政治参与界

定为旨在影响政治体系的活动 ,包括投票、政党与选举工作、社区工作、接触政府工作人员、参加

政治会议和抗议活动、沟通和交流①。本文倾向于在这种意义上考察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学中得到最多研究的概念和问题领域之一。就中国政治学研究而言 ,对于

中国政治参与的研究不仅构成了已有文献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还是政治学研究中经验研究

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政治参与常常被看作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在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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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 2006年规划项目 (06JA810001)“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的最终成果。北京大学中国国

情研究中心沈明明教授、杨明教授和严洁博士在数据及其分析方面给予了宝贵的支持。特致谢忱。

S. Verba, N. H. N ie and J. Kim, TheM odes of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a cross2national comparison, Beverly H ills, CA:

Sage, 1971; S. Verba, K. L. Schlozman, and H. B 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2
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有研究中 ,涉及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系统的心理分析非常有限 ,有很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只是基

于一些经验观察 ,研究对象也常常限于一些特定的人群或地区 ,利用全国概率抽样数据分析中国

政治参与、验证政治参与理论的中国适用性的研究更为少见。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应用基

于科学抽样和调查方法的全国性调查的统计数据 ,尝试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加以考

察和分析。由于中国政治参与在参与主体、参与方式以及对现实政治的实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现

实状况 ,与政治学研究所关注和考察的一般现象以及相关结论与命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在考

察中国政治参与中的公民心理时需要特别谨慎 ,并可期待在有关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研究中获

得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近期完成的一项有关中国公民意识的全国性

调查。这项调查于 2008年 4月至 6月间对覆盖全国 31个省 (港、澳、台除外 )、75个县级单位的

5461个样本进行了面对面访问 ,实地完成有效样本 4004份。调查内容涉及公民对于改革开放

的成就与变化的认识、公共服务与政府工作评价、国家认同感与自豪感、公民自由、民主意识、法

制意识、公民权利与义务、权威意识、公正意识、政治效能感、信任感、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等诸

多方面 ,为全面了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状况提供了丰富、可信的数据基础。

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 ,投票是制度化程度最高的一种参与形式 ,也是参与人数最多、最

为集中的一种参与形式 ,是“有很大一部分公民参加的唯一政治行为 ”①。但由于投票的日程以

及其他相关内容已经确定 ,选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受限制 ,因而投票只是传递公民政治偏

好与态度倾向的一种最弱的政治参与形式②。而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行为似乎更能反映和

体现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观意愿和真实心态 ,也包含较为丰富的公民政治心理和其它方面的相关

信息。因此 ,本文在投票和其它形式的政治参与两个不同方面对公民政治参与分别进行分析 ,以

此考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般状况和公民的社会与政治心理③。

在投票方面 ,根据本次调查 ,在村委会 /居委会 /社区选举中 , 51133%的中国公民在过去五年

中曾经在选举中投过票 , 33108%的中国公民不记得举行过选举 ,另有 15119%的中国公民没有

投票 ;在乡镇 /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 ,回答投过票、不记得举行过选举以及没有投过票的中国公民

的比例分别是 15157%、73169%和 10174%。可以看出 ,即使在“容易的 ”投票行为方面 ,中国公

民的参与水平也相对较低。

在投票之外的其他政治参与形式方面 ,调查主要从“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资

金 ”、“参加与政治有关的各种会议 ”、“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社会组织表达

自己的观点 ”、“为某项特定的理想或事业加入组织或者团体 ”、“在互联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

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请愿书上签名 ”、“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 ”、“游行 /静

坐 /示威 ”等 9种参与形式加以考察。在这 9种不同形式的参与中 ,只有“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

募捐或者筹集资金 ”的参与人数接近 20% (19133% )。根据本次调查 ,中国公民中有过一种或多

种参与行为的比例为 25147%。与其它国家的情形及一般国际比较的结果类似 ,有过这些参与

行为的公民的比例低于公民在选举中的投票率。

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来自通过复杂抽样设计获得的等概率抽样样本 ,因而全文在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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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 ) ,第 317页 ,商务印书馆 , 1996年版。

参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 ) ,商务印书馆 , 1996年版。

本文最初设计将“投票”和“其它政治参与行为”组合构成一个表示公民政治参与的因变量 ,但是信度系数不足 016,说

明在中国 ,在村 /居委会选举中投票和本文提及的 7种参与行为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公民参与 ,因此本文建立两个模型

分别加以讨论。



过程中按照抽样设计加权从而得到中国公民的一般情况。下文中使用“总体比例估计 ”等术语

表示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推论出的总体的情况 ,文中未指明总体估计的数据同样是在调查数据

的基础上推论出的总体的情况。在此基础上 ,本文将考察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在社会经济地位及

城市 /农村意义上的人群分布 , 并分析不同人群参与 (或不参与 )的心理影响因素。

¶þ¡¢ÖÐ¹ú¹«ÃñÕþÖÎ²Î ÓëµÄ·Ö²¼

在调查所考察的公民投票行为中 ,本文重点关注与公民生活距离最近、联系最为紧密的基层

选举特别是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中的公民投票情况。

在政治参与方面 ,本文剔除了上述 9种参与形式中的“为一项社会活动组织募捐或者筹集

资金 ”和“为某项特定的理想或事业加入组织或者团体 ”这两种参与形式①,并依据社会影响、对

抗性等中国公民表达政治偏好与态度倾向行为强弱的差异将另外 7种参与形式划分为强政治参

与 (游行 /静坐 /示威 ,在请愿书上签名 ,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弱政治参与 (参加与政治有

关的各种会议 ,向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互联网有关

政治主题的论坛或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 )两大类。

(Ò»)Í¶ Æ±ºÍ ÕþÖÎ²Î ÓëµÄ×ÜÌå ·Ö²¼

本文分别以投票模型和政治参与模型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心理因

素影响。其中 ,投票模型的因变量为“村委会 /居委会投票 ”,在过去五年的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

中投过票 ,编码为 1,在过去五年的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中没有投过票、过去五年中居住地没有举

行过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和回答“不记得 ”,编码为 0。表 1是该变量的分布。

±í 1¡¡´å Î¯ »á /¾ÓÎ¯ »áÑ¡¾ÙÖÐÍ¶ Æ±( % )

总体比例估计 Estimate 标准误 Std1 Error 置信区间 [ 95% Conf1 Interval]

投票 51133 2141 4615 56113

政治参与模型的因变量“政治参与行为 ”是由一组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组合而成的复合变

量。信度系数α = 0165。回答实际参加过下列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任一项则编码为 2,称为强度

政治参与行为 :游行 /静坐 /示威 ,在请愿书上签名 ,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 ;回答实际参加过下

列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任一项则编码为 1,称为弱政治参与行为 :参加与政治有关的各种会议 ,向

上级政府领导表达自己的观点 ,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互联网有关政治主题的论坛或

者讨论组中发表自己的观点。没有参加过以上政治活动 ,编码为 0。表 2是该变量的分布。

±í 2¡¡ÕþÖÎ²Î ÓëÐÐÎª ( % )

总体比例估计 ( Estimate) 标准误 ( Std1 Error) 置信区间 (95% Conf1 Interval)

强政治参与行为 7111 0179 5169 8187

弱政治参与行为 18156 1155 15165 21188

无政治参与行为 74133 1170 70178 7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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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两种形式中的前一种易与社会参与混淆 ,而后一种则似乎与中国国情存在一定距离。



(¶þ )Éç»á¾¼ÃµØÎ» Óë³ÇÊÐ/Å©́åÎ¬¶ÈµÄÍ¶ Æ±ºÍ ÕþÖÎ²Î Óë·Ö²¼

在以上定义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意义上 ,投票和政治参与在社会经济地位及城市 /农村维度上

的分布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差异。

在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中 ,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是衡量公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常用指标 ,政

治学领域有关政治参与研究中所产生的一些重要命题和结论也建立在对这两个变量所进行的经

验分析基础上。城市 /农村维度上对投票和政治参与的考察 ,一方面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一般

而言 ,城市常常与较高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 )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揭示城

市和农村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环境、所关注问题的差异 ,以及更微妙的心理因素对投票和参

与的影响。

1. 投票。根据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等不同层次受教育水平 (学历 )对中国

公民进行分组 ,可以发现不同的受教育水平与投票间关系的变化。表 3的统计数字显示 ,四个不

同组别的投票率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 ,特别是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组别的投票率更是急剧

下降。

±í 3¡¡²» Í¬ÊÜ½ÌÓýË®Æ½µÄ¹«ÃñµÄ́å /¾ÓÎ¯ »áÍ¶ Æ±Çé¿ö ( %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投票 57115 53191 39161 28110

未投票 42185 46109 60139 71190

列总计 100 100 100 100

从家庭收入方面来看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五个组别中 ,除了中等收入组别外 ,收入较高的人

群 ,其投票率也更高一些。 (见表 4)

从表 3、表 4所显示的不同受教育水平、不同收入水平与投票的关系可以发现 ,中国公民投

票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有着复杂的、非单向的关系。

±í 4¡¡²» Í¬ ¼ÒÍ¥ Æ½¾ùÊÕÈë¹«ÃñµÄ́åÎ¯ »á /¾ÓÎ¯ »áÍ¶ Æ±Çé¿ö ( % )

低收入

2000元以下

中等偏下收入

2000—4000元

中等收入

4001—7000元

中等偏上收入

7001—9999元

高收入

10000元以上

投票 49152 49100 46184 59154 58145

未投票 50148 51100 53116 40146 41155

列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在城市 /农村的维度上 ,农村居民的投票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 (见表 5)

±í 5¡¡³ÇÏç ¾ÓÃñµÄ́åÎ¯ »á /¾ÓÎ¯ »áÍ¶ Æ±Çé¿ö ( % )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投票 31174 57107

未投票 68126 42193

列总计 100 100

2. 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与参加人数最为集中的投票相比 ,其他政治参与要求参与者具有

相对较高的政治认知水平和政治参与技能 ,参与者一般都具有比较清晰的参与诉求和具体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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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指向。表 6显示 ,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等四个组别中 ,高中学历公民的强政治

参与、弱政治参与水平最高 ,其余三个组别则由低学历向高学历逐渐提高。

±í 6¡¡²» Í¬ÊÜ½ÌÓýË®Æ½¹«ÃñµÄÕþÖÎ²Î ÓëÇé¿ö ( %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强政治参与行为 3170 5194 8141 7101

弱政治参与行为 14122 17140 24185 18136

无政治参与行为 82107 76166 66174 74163

列总计 100 100 100 100

　　注 : Pearson Uncorrected Chi2 (6) = 40415910

Design2based F (4178, 272169) = 3216395　　P = 010000

从收入水平来看 ,公民强政治参与水平和弱政治参与水平基本随收入增加而提高 ,只是在弱

参与方面 ,中等偏上收入人群的参与水平略低于中等收入人群。 (见表 7)

±í 7¡¡²» Í¬¼ÒÍ¥ Æ½¾ùÊÕÈëË®Æ½¹«ÃñµÄÕþÖÎ²Î ÓëÇé¿ö ( % )

低收入
2000元以下

中等偏下收入
2000—4000元

中等收入
4001—7000元

中等偏上收入
7001—9999元

高收入
10000元以上

强参与 3193 4181 6146 7169 10145

弱参与 11118 15159 21116 21100 24119

无参与 84189 79160 72138 71131 65136

列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注 : Pearson Uncorrected Chi2 (8) = 8416086

Design2based F (5195, 339100) = 514982　　P = 010000

在城市 /农村的维度上 ,无论在强政治参与方面还是在弱政治参与方面 ,城镇居民的参与水

平都远高于农村居民。 (见表 8)

±í 8¡¡³ÇÏç ¾ÓÃñµÄ́åÎ¯ »á /¾ÓÎ¯ »áÕþÖÎ²Î ÓëÇé¿ö ( % )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强参与 13. 46 5127

弱参与 26188 16115

无参与 59166 78157

列总计 100 100

从由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所界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城市 /农村维度上对投票和政治参

与 (强政治参与和弱政治参与 )分布所作的分析表明 ,受教育程度越高投票率越低 ,收入越高投

票率越高 ,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投票率的影响比较复杂 ,无法简单地推论出二者之间是否线性相

关 ;在城市 /农村维度上 ,农村居民的投票率高于城镇居民。在政治参与 (强政治参与和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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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方面 ,则呈现出不同的情形 ,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参与水平也越高 ;城镇居民的政治参与

水平高于农村居民。

Èý¡¢ÖÐ¹ú¹«ÃñÕþÖÎ²Î ÓëµÄÂß¼Ë¹µÙ»Ø¹éÄ£ÐÍ

(Ò»)¹ú¼Ê±È½ÏÓëÖÐ¹úÎÊÌâ

有关政治参与的大量比较研究表明 ,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收入水平等与政治

参与呈正相关。简单表述就是 ,富人一般来说比穷人更为积极。但是 ,在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

与间有着复杂的联系 ,其中所谓心理卷入被认为是其间的一个重要变量。心理卷入 (p sychologi2
cal involvement)是表示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知识和介入的一个补充概念 ,指公民对于社会与

政治事务的理解和认识的水平 (认知水平 ) ①。心理卷入有时也被看作一种消极的政治参与

(pa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以区别于本文所分析的积极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或积极的政治参

与 (positive participation)。

理论上和逻辑上 ,社会经济地位与公民政治认知、政治效能感等具有正相关关系 ,即较高的

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一般总是与较为丰富的政治知识以及较强的政治效能感联系在一起的 ,

这类人群也比在同一维度上处于较低水平的人群更有可能参与政治。一些经验研究也证明心理

卷入的形式与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有关 ,甚至是重要的正相关关系。维巴等学者对超过 15, 000

名美国人所做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些关系②。

由于中国公民的投票和其它形式的政治参与在社会经济地位及城市 /农村维度上所呈现的复

杂关系 ,要理解中国公民选择参与或不参与 ,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特别是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þ )Í¶ Æ±ºÍ ÆäËûÐÎÊ½ÕþÖÎ²Î ÓëµÄÏà ¹Ø±äÁ¿ÓëÑÐ¾¿¼ÙÉè

“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 logit model/ logistic regression)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or2
dered logit model/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是基于比例发生比模型的一种分析方法。模型中 ,将

采用抽样设计下的逻辑斯蒂回归和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和

“序列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 ”可以分析出因变量在相邻的组别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 ,就本文的

研究而言 ,能够在控制了其它自变量的情况下 ,分析某一个自变量的变化所带来的因变量的变

化 ,比较适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因变量。本文分别以投票模型和参与模型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心

理因素影响。其中 ,投票模型的因变量为“村委会 /居委会投票 ”,政治参与模型的因变量为“政

治参与行为 ”。变量的构成见前文 ,此处不再赘述。

控制变量。本文所涉及的自变量有五组。其中包括一个背景变量组 ,即性别、年龄、教育和

城乡。“教育 ”变量用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城乡 ”变量用户口类型来表示。调查中有关收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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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回答率为 83117% ,无回答率太高 ,如放入回归模型则样本量损失严重 ,影响模型的精确度 ,因

此模型中暂不考虑家庭平均收入的因素。

自变量。政治效能感是政治学研究中分析政治参与的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心理变量。此

外 ,信任感也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基于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经验观察和相关文献分析 ,以及对

中国人人格特质的理解 ,本文还将 (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对家庭生活 )满意度和权威主义人格作为

需要考察的重要变量。既往的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普遍认为政治参与行为受到这些自变量的

影响。因此 ,本文希望验证这些自变量是否也是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

“政治效能感 ”变量组包括内部政治效能感 :“像我这样的人 ,无权评价政府 ”,不同意者编码

为 1,表示“内部政治效能感高 ”,同意、中立、不知道编码为 0,表示“内部政治效能感低 ”。变量

组还包括外部政治效能感 :“政府官员不太在乎我这样的人有何想法 ”,不同意者编码为 1,表示

“外部政治效能感高 ”,同意、中立、不知道编码为 0,表示“外部政治效能感低 ”。

“满意度 ”变量组包括两个变量 ,一个是“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 ”,是复合变量 ,由

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治安、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满意度相加

而得 ,信度系数α = 0179。另一个变量是“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 ”。

“信任感 ”变量组包括三个变量 ,一个是“对机构的信任度 ”,是一个由对公安机关、检察院、

法院、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体的信任度相加而成复合变量 ,信度系数α = 0165;第二个变量是

对县 /市政府的信任 ;第三个变量是对村委会 /居委会的信任。

“权威主义人格 ”变量组包括两个变量。国家权威人格变量 :同意“在我国应该更主动地质

询政府的措施 ”编码为 1,称民主人格 ,同意“在我国 ,公民应该对政府权威给予更多的尊重 ”、回

答“不知道”和“两个都不同意 ”编码为 0,称权威人格。第二个变量“家庭权威人格 ”是一个复合

变量 ,由“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 ,子女也应照着去做 ”和“如果发生争执 ,应请年长的人主持公

道 ”两个变量相加而成。

下面是各自变量的分布情况。

±í 9¡¡¶Ô×Ô±äÁ¿µÄÃèÊö

定义域
总体均值估计

Estimate

标准误

Std1 Error

置信区间

[ 95% Conf1 Interval]

内部政治效能感 0 =低 1 =高 0149 01018 0145 0153

外部政治效能感 0 =低 1 =高 0130 01015 0128 0133

公共服务满意度 [ - 12 , 12 ] 2119 01220 1176 2162

家庭生活满意度 [ 0 , 10 ] 6154 01094 6135 6172

对机构信任 [ - 10 , 10 ] 4160 01209 4118 5101

对县 /市政府信任 0 =不信任 　1 =信任 0169 01023 0164 0173

对村委会 /居委会信任 0 =不信任 　1 =信任 0160 01021 0156 0165

国家权威人格 1 =民主人格 　0 =权威人格 0142 01022 0138 0147

家庭权威人格 [ - 4 , 4 ] - 0130 01072 - 0145 - 0116

研究假设。效能感、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信任和权威主义人格等心理因素

对中国公民投票和其它形式政治参与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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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ý)´åÎ¯ »á /¾ÓÎ¯ »áÑ¡¾ÙÖÐÍ¶ Æ±ÐÐÎª µÄÂß¼Ë¹µÙ»Ø¹éÄ£ÐÍ

本文在以上所界定的因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最初模型 (模型Ⅰ)的基础上 ,依次投入自变量组 ,首

先得到模型Ⅱ:在控制背景变量的情况下 ,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模型Ⅲ:在控制背景

变量和政治效能感变量的情况下 ,满意度对公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模型Ⅳ:在控制以上三组变量的

情况下 ,信任感对公民投票行为的影响 ;模型Ⅴ:在控制以上四组变量的情况下 ,权威主义人格对公

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获得有关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中投票行为的优化模型。

±í 10¡¡´å Î¯ »á /¾ÓÎ¯ »áÑ¡¾ÙÖÐÍ¶ Æ±ÐÐÎª µÄÂß¼Ë¹µÙ»Ø¹éÄ£ÐÍ ( logistic)

自变量 定义域 模型 Ⅰ 模型 Ⅱ 模型 Ⅲ 模型 Ⅳ 模型 Ⅴ 优化模型

背景变量

性别 0 =女 1 =男 11503 3 3 11503 3 3 11503 3 3 11503 3 3 11493 3 3 11483 3 3

年龄 18 - 70岁 11043 3 3 11043 3 3 11043 3 3 11043 3 3 11043 3 3 11043 3 3

教育 [ 0 , 22 ] 11043 3 11043 3 11043 3 11043 3 11043 3 11043 3

城乡 0 =城 1 =乡 31303 3 3 31273 3 3 31233 3 3 31203 3 3 31223 3 3 31223 3 3

政治效能感
内部效能感 0 =低 1 =高 0193 0193 0193 0194

外部效能感 0 =低 1 =高 1104 1101 1100 1103

满意度
对公共服务 [ - 12 , 12 ] 11033 11023 1102 11023

对家庭生活 [ 0 , 10 ] 11093 3 3 11093 3 3 11083 3 3 11083 3 3

信任感

对机构 [ - 10 , 10 ] 01983 01983 01983

对县 /市政府
0 =不信任

1 =信任
11293 11303 11283

对村 /居委会
0 =不信任

1 =信任
1115 1116 11183

权威主义人格
国家权威

1 =民主人格

0 =权威人格
1102

家庭权威 [ - 4 , 4 ] 01933 3 01933 3 3

　　3 表示 P < 011; 3 3 表示 P < 0105; 3 3 3 表示 P < 0101

Logistic和 ologit模型表中报告的数字是发生比 ,即系数β的指数函数 exp (β)。Logistic和 ologit模型输出的

发生比率可以表述成 :“当 x的取值增加一个单位时 ,属于低的一组的发生比是邻近的高的一组的发生比的 exp

( -β)倍 ”,也可以表述成属于高的一组发生比是低的一组的发生比的 exp (β)倍 ,或者表述成“从较低的一组进

入到相邻较高的一组的发生比是原来的 exp (β)倍 ”。

模型 Ⅰ是只放入背景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性别、年龄和城市 /农村等自变量与投票

行为相关性显著 ,而受教育水平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也有比较高的显著性水平。

模型 Ⅱ是在控制背景变量的基础上放入政治效能感自变量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

城乡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在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中是否投票的相关性不显著 ,

外部政治效能感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也不显著。

模型 Ⅲ,在控制前两组变量的条件下 ,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高的一组的投票行为的发生比是

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1103倍 ,家庭生活的满意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的投

票 ;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的一组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1109倍 ,对政

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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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Ⅳ是在模型 Ⅲ的基础上放入信任感变量组 ,在控制前三组变量的情况下 ,对机构信任高

的一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0198倍 ,即对机构信任高的中国人反而投票率低 ;对县 /

市政府信任高的一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1129倍 ,即对县 /市政府信任高的中国人

投票率高 ;对村委会 /居委会的信任与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中投票率的相关性不显著。

模型 Ⅴ是在模型 Ⅳ的基础上放入权威主义人格变量组 ,在控制前四组变量的情况下 ,具有家

庭民主人格的人群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0193倍 ,即具有家庭权威人格的中国人更

多地参与投票。国家权威人格与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优化模型中剔除了所有相关性不显著的自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城乡、公共服务满

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对机构的信任、对县 /市政府的信任、对村委会 /居委会的信任和家庭权威

人格十个变量与村委会 /居委会选举的投票相关性显著。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中 ,公共服务满意

度、家庭生活满意度、对机构的信任、对县 /市政府的信任、对村委会 /居委会的信任和家庭权威人

格等心理变量尤其需要特别关注。
(ËÄ)ÕþÖÎ²Î ÓëÐÐÎª µÄÂß¼Ë¹µÙ»Ø¹éÄ£ÐÍ·ÖÎö

在以上所界定的因变量与自变量基础上 ,本文用五个模型分别考察 :背景变量对公民政治参

与的影响 (模型 Ⅰ) ,以及在控制背景变量组的情况下政治效能感 (模型 Ⅱ)、满意度 (模型 Ⅲ)、

信任感 (模型 Ⅳ)和权威主义人格 (模型 Ⅴ)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并在此基础上获得有关公民

政治参与的优化模型。

±í 11¡¡ÕþÖÎ²Î ÓëÐÐÎª µÄÐòÁÐ±äÁ¿Âß¼Ë¹µÙ»Ø¹éÄ£ÐÍ (ologit)

自变量 定义域 模型 Ⅰ 模型 Ⅱ 模型 Ⅲ 模型 Ⅳ 模型 Ⅴ 优化模型

背景变量

性别 0 =女 　1 =男 11693 3 3 11663 3 3 11703 3 3 11653 3 3 11613 3 3 11633 3 3

年龄 18—70岁 11013 3 3 11013 3 3 11013 3 3 11023 3 3 11023 3 3 11023 3 3

教育 [ 0 , 22 ] 11163 3 3 11153 3 3 11153 3 3 11163 3 3 11153 3 3 11153 3 3

城乡 0 =城 1 =乡 01683 3 3 01703 3 3 01703 3 3 01713 3 01743 3 01723 3

政治效能感
内部效能感 0 =低 1 =高 11353 3 11383 3 3 11373 3 11283 3 11303 3 3

外部效能感 0 =低 1 =高 1111 1109 1110 1112

满意度
对公共服务 [ - 12 , 12 ] 1101 1101 1101

对家庭生活 [ 0 , 10 ] 1103 1102 1103

信任感

对机构 [ - 10 , 10 ] 01973 01973

对县 /市政府
0 =不信任

1 =信任
0197 0194

对村 /居委会
0 =不信任

1 =信任
11243 11223

权威主义人格
国家权威

1 =民主人格

0 =权威人格
11543 3 3 11553

家庭权威 [ - 4 , 4 ] 11063 11063 3

结点 Ⅰ 21843 3 3 31023 3 3 31223 3 3 31253 3 3 31503 3 3 31233 3 3

结点 Ⅱ 41473 3 3 41663 3 3 41883 3 3 41913 3 3 51183 3 3 41893 3 3

　　3 表示 P < 011; 3 3 表示 P < 0105; 3 3 3 表示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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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Ⅰ是只放入背景变量的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城市 /农村等自

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相关性显著。

模型 Ⅱ是在控制背景变量的基础上放入政治效能感自变量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

城乡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内部政治效能感高的人群参与政治活动的发生比是效能感低的人群的

1135倍 ,内部政治效能感高的中国人比内部效能感低的中国人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外部政

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如模型 Ⅲ,控制前两组变量的条件下 ,即前两组中的六个变量反映的主、客观条件都相同的

情况下 ,满意度与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模型 Ⅳ是在模型 Ⅲ的基础上放入信任感变量组 ,在控制前三组变量的情况下 ,对机构信任

度高的一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0197倍 ,即对机构信任高的中国人反而政治参与

程度低 ;对村委会 /居委会信任高的一组发生比是相邻低的一组发生比的 1124倍 ,即对村委

会 /居委会信任高的中国人政治参与程度高 ;对县 /市政府的信任与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不

显著。

模型 Ⅴ是在模型 Ⅳ的基础上放入权威主义人格变量组 ,在控制前四组变量的情况下 ,具有

国家民主人格的人群的发生比是具有国家权威主义人格的人群发生比的 1154倍 ,即具有国家

民主人格的中国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具有家庭民主人格的人群的发生比是具有家庭权威

主义人格的人群发生比的 1106倍 ,即具有家庭民主人格的中国人更多地参与政治活动。

优化模型中剔除了所有相关性不显著的自变量。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城乡、内部政治

效能感、国家权威主义人格等六个变量的共同作用下 ,个人从没有政治参与行为到有较弱的政

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 3123,从有较弱的政治参与行为到有较强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比是

4189。在本文的理论假设中 ,政治效能感 (内部效能感 )、权威主义人格 (国家权威主义人格和

家庭权威主义人格 )与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的相关性。其中 ,政治效能感越高 ,政治参与的可

能性越大 ;而权威主义人格 (国家权威主义和家庭权威主义 )对于政治参与则具有抑制作用。

ËÄ¡¢ÌÖÂÛºÍ ½øÒ»²½µÄ·ÖÎö

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 (序列 )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显示 ,影响中国公民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

的心理变量存在明显差异。在投票行为方面 ,满意度、信任感 (对机构的信任、对县 /市政府的信

任、对村委会 /居委会的信任 ) ,以及权威主义人格对于公民的投票行为具有影响。其中 ,对家庭

生活的满意度和家庭权威主义对于公民作出投票还是不投票的选择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在其

它形式的政治参与方面 ,内部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最为显著 ,并呈现明确的正相关关系。

投票模型与政治参与模型分析的一个重要发现是 ,权威主义人格在投票模型和政治参与模型中

显示出不同的影响。在投票模型中 ,国家权威主义人格与公民投票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 ,而与人

们的一般认识相反 ,在家庭中具有民主人格的人其投票行为反而少于权威人格者。在其他政治

参与模型中 ,权威主义人格 (国家权威主义和家庭权威主义 )则抑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换

句话说 ,具有民主人格的公民更有可能发生本文提及的 7种政治参与行为。

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投票和政治参与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城市 /农村等

维度上的不同分布 ,特别是解释不同受教育水平与投票率之间的复杂相关关系 ,以及农村投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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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城市等“反常 ”现象。譬如 ,在表 3中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投票率越低 ,但在控制其它变量

的情况下 ,受教育水平越高则投票率也越高 (表 10) ,由此可以推测 ,教育水平高的人群中不去投

票的人或许是女性、年轻人等 ,或许出于对村委会 /居委会不信任、对家庭生活不满意等原因而不

愿意投票。家庭权威主义人格与投票行为的相关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其他政治参与在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以及城市 /农村等维度上的分布 ,与国际比较中常见

的一般情形类似 ,即公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与政治参与正相关 ,城市的参与水平也高于农

村。需要特别关注的是 ,在影响公民其他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中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

的落差 :前者与其他政治参与显著正相关 ,而后者与其他政治参与的相关性不显著。

模型分析表明 ,信任感与公民投票行为弱相关 ,以及仅在对村委会 /居委会信任意义上与政

治参与行为弱相关 (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媒体等机构的信任与政治参

与负相关 ,对县 /市政府的信任与政治参与相关性不显著 )。理论上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

对参与及民主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模型显示的变量关系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重要特征。

调查所反映的中国公民高水平的信任与总体上不高的投票率和较低的参与水平并存 ,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复杂的信任结构。在中国公民的信任中 ,有相当部分是源于情感的信任 ,即对

国家、政党以及某种程度上还有其它国家机构的积极情感 ,而源于现实的理性信任常常侵蚀其信

任的感情部分。因此 ,中国公民对较高层级的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信任要高于与之直接打交

道的基层政府和村委会 /居委会的现象很常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对中央

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表示“非常信任 ”和“比较信任 ”的中国公民的比例为 94156% ,对县 /市政府

“非常信任”和“比较信任 ”的比例为 68167% ,而对村委会 /居委会表示“非常信任 ”和“比较信

任 ”的比例则降至 60121%。这种源于情感的信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政权为基础的信

任 ( regime2based trust) ① ,对于公民卷入非制度政治参与具有抑制作用。

满意度 (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对家庭生活 )与公民投票行为弱相关或显著相关 ,与其他公民政

治参与行为不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公民对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差异和心

理倾向。具体而言 ,在公民的一般认识中 ,投票是一种支持政治体系和政府的行为 ,而其他形式

的政治参与行为可能是挑战政治体系和给政府找麻烦的。投票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公民义务和

责任 ,于是越是对家庭生活满意、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的公民 ,越有可能自觉承担和履行参加投

票的公民义务 ,而与效能感没有什么关系。

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逻辑斯蒂回归模型及以上分析还不能解释投票和其他政治参与的城

乡差异 ,权威主义人格对投票和政治参与具有相反方向的影响 ,以及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与

其他政治参与的不同关系。因此 ,这里还需要引入其它更为基础的心理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个人感知意义上 ,自我相关度 ( self2relevance)与公民利益意识有关② ,也可以看作利益相

关度的另一种表达 ,是公民个人对参与目标与自身利益关系的认识和思考 ,即政治参与行为的目

标和自己有怎样的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或有很大关系。因此 ,自我相关度或利益相关度 ,

可以超越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而成为影响投票的重要因素。在城市 ,由于大多数物质

和非物质资源的分配主要由人们的工作和服务机构来承担 ,社区在利益分配方面的权力非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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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2661
See Peter Muhlberger, “Moral Reasoning Effect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 21, No14 (Dec1,

2000) , pp1667～6951



限 ,而在农村地区 ,农村居民的几乎所有资源和价值的分配都要通过村民委员会来实现。因此 ,

城市居民对于居委会选举的参与热情很低 ,农村居民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则格外关注并积极参

加投票。实际上 ,对城市居民选举的研究还发现 ,城市居民的参与更多的是“来自邻里之间互动

的人情面子关系 ”①。在投票这种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活动中 ,公民不需要高水平的政治认知或政

治技能 ,高政治效能感也不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 ,自我相关度可以解释农村的高投票

率 ,而与农村相对于城市的低政治参与水平无关。

被接纳的动机 ( inclusion motivation) ② ,是吸引农村人口和低学历人群更积极参加选举投

票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在中国 ,这一动机可以与群体认同或家族意识联系起来 ,也是权威

主义人格的一个表现或结果。有关中国政治的大量研究倾向于将中国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

家族影响看作阻碍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社会对现实政治中的家族也呈现复杂甚至矛

盾的态度③。事实上 ,家族在农村选举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动员作用。“特别敏感于自己所

属社会群体的普遍标准 ”是权威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④。做其他人都做的事 ,在农村地区是获

得群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方式。同时 ,由于存在家族等亲缘组织 ,农村地区虽然缺乏其他形式

的现代社会组织 ,也因成员间富有凝聚力的家族或其他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组织而成为“强群

体 ”社会 ,并增强了个人采取政治行动的能力和动机⑤。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或家庭可能出于

被家族和其他亲缘组织排斥的担心而进行参与 ,特别是参加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村委会选

举中的投票。

权威主义人格有助于促进和维护群体认同 ,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选举投票率 ,同时也因权威

人格者具有对上级恭顺、对权力关系敏感以及以高度结构化的方式感知世界等特征而抑制了公

民的政治参与⑥。投票回归模型和政治参与回归模型就揭示了权威人格在这两个相反方向上的

影响。

中国公民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在影响公民其他政治参与方面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公民内部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不平衡。这种情形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发现⑦。内部

效能感与外部效能感之间的显著差距 ,除了政府在回应性方面的问题外 ,公民的其他心理素质也是

其原因 ,即比较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公民在外部政治效能感方面的

低水平 ,另一方面中国公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也存在被自我高估的可能。由于较长时期的革命意

识形态宣传和教育 ,民众很容易产生不真实的能力意识 ,从而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有比较高的得分。

·601·

政治学研究 　　　　　　　　　　　　　　　　　　　　　　　　　　　2010年第 2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何增科、托马斯·海贝勒、根特 ·舒伯特主编 :《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第 272～273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7

年版。桂勇的相关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参见桂勇 :《邻里空间 :城市基层的行动、组织与互动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

书店出版社 , 2008年版。

See Carole Jean Uhlan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ational Actors, and Rationality: A New App roach”,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17, No13 ( Sep1, 1986) , pp1551～5731
参见肖唐镖 :《正式体制、工作现实与血缘亲情———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多元立场与态度分布 》,《中国农村观察 》,

2007年第 5期。

See Fred I1 Greestein, Pa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2
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1041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第 57页 ,华夏出版社 , 1988年版。

See Fred I1 Greestein, Pa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2
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1041
何增科、托马斯·海贝勒、根特·舒伯特主编 :《城乡公民参与和政治合法性》,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7年版。



这种高估自我能力的倾向 ,以及将政治激情与能力相混淆的情形 ,也存在于国家制度党长期执政时

期的墨西哥公民中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政治激情所导致的高政治效能感和畸形的高参与

水平的典型。政治激情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也可以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治参与的相关

研究中找到②。

Îå ¡¢Ì½Ë÷ÕþÖÎ²Î ÓëµÄÖÐ¹úÃüÌâ

从亚里士多德起 ,参与就被认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或是源于民主的一个概念。因此 ,在一

些学者看来 ,政治参与只存在于多元民主政体中。随着政府职能的扩展和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

增强的互动 ,人们在政治中的参与也在增加。独立于民主概念的政治参与概念 (观念 )在 20世

纪 70年代出现了。对政治参与概念的这种新的理解 ,不仅可以将不同国家置于更广泛的比较研

究视野中 ,也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参与理论。将政治参与的概念扩大至非西方民主国家 ,并不意味

着基于别国经验基础上的政治参与命题适用于中国 ,或可以解释中国的类似现象。因此 ,探索和

发现政治参与的中国命题 ,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和利益的关注 ,而对社会主要

的政治问题以及与政治体系相关的抽象的价值、观念、原则等则表现得较为冷漠和无动于衷。调

查所反映的中国公民接触地方领导人解决问题的类型 ( 77137%是为了个人问题 ) ,就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这一特点 ,借用塞维林 ·比亚勒 ( Sew2
eryn B ialer)的概念来表述就是 ,对低级政治 ( low politics)感兴趣 ,而在高级政治 ( high politics)方

面漠不关心③。塞维林 ·比亚勒创造性地使用 high politics和 low politics两个概念区分了两种不

同政治领域 ,也暗示了这些政治体系中公民政治参与的独特的心理倾向 :这些政治体系中的公民

对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运作有清晰的理解 ,但在谋求其利益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适应

政治现实。大量经验研究所描述的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维权 ”特征 ,与所谓“低级政治 ”的一般

性概括基本吻合。

由罗纳德 ·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领导的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

(2001)显示 ,中国人具有比较普遍的物质主义倾向 ,而后物质主义者不足 4%④。但是 ,中国公民

政治参与过程仍然表现出引人注目的一些“非物质主义 ”倾向。获得个人内心的心理平衡 ,或维

持一种“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 ”,是许多中国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动力⑤。

中国深厚悠久的传统和政治文化使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常常表现出一些复杂甚至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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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加布里埃尔·A1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在态度和民主制》(第十四章有关墨西哥部分

的讨论 ) ,东方出版社 , 2008年版。

“高投票率是政治情绪兴奋的结果。政治兴奋情绪下不拘选民的学历和意识形态程度的高低 ,统统将人们卷入竞选的浪

潮中。”参见蒲岛郁夫 :《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 , 1989年版。

塞维林·比亚勒在描述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政治时使用这两个概念以描述苏联公民的参与状况。See Seweryn B 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1166～1671
Zhengxu W 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 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http: / /

www1worldvaluessurvey1org/ , 20041
这种情形被认为是公民在礼治和德治秩序下为维护自己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的结果。参见郑欣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

生存 :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年。



心理状态 ,也使其真实的参与心理似乎成为政治参与研究中令人费解甚至无解的谜。譬如 ,中国

公民一定程度的权威人格和公平意识共存 ,以及在政府回应性增强的同时民众依然政治冷漠

等①。公民心理状态的这种复杂现实要求对政治参与过程中中国公民的心理状态予以持续关注

和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60多年来 ,世界各国政治及其公民价值观都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从早

期公民政治参与经验中获得的一些命题和结论正面临现实的挑战 ,曾经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一

些重要的变量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甚至被认为与政治参与强烈相关的单一人口学因素的教育与

参与之间的联系正在消失②。事实上 ,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参与也在整体下降。有学者认为政

治参与的下降与社会资本的减少有关 ,也有学者在对具体国家的国别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并不

是解决信任和参与问题的万灵药③。因此 ,学术界需要重新思考并不断更新对于政治参与和民

主之间关系的理解 ,甚至是更为基础的人与政治间关系的理解④。

对于今天的中国 ,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无论是作为一个目标本身或仅仅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手段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心理倾向与思维习惯。在政治心理学的视野中 ,政治

参与是公民社会归属、合作与责任的反映 ,是健康的人类行为倾向 ,人类依据自己的命运进行参

与常常被看作一个心理学问题 ,而其结果则具有极为广泛的政治与社会意义。

政治参与既是政治制度的一个结果 ,也与个人思考直接相关。因此 ,与公民个性、心理相关

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决定着个人的思考和选择 ,进而决定了公民参与或不参与。

作者 :王丽萍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市 , 100871)

方 　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市 , 100871)

(责任编辑 :刘 　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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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中国公民具有较为普遍的公平观念。同时 ,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 ,服从与

抗议常常混合在一起 ,在具体参与策略方面即表现为以机会主义的方式将“制造麻烦的策略 ”与服从的策略结合起

来。See Xi Chen, “Between Defiance and Obedience: Protest Opportunism in China”, in Elizabeth J1 Perry and Merle Gold2
man,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唐文方 :《中国民

意与公民社会》,第 125页 ,中山大学出版社 , 2008年版。

See A rthur B1 Sanders, Losing Control: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Decline of Democracy, New York: PeterLang Pubishing,

Inc1, 2007, p170; D1 Sunshine H illygus,“TheM issing L ink: Exp 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 igher Education and Polt2
ical Engagement”, Political Behavior, Vol1 27, No11 (Mar1, 2005) : pp125～471
J i2Young Kim, “‘Bowling Together’Isn’t a Cure2A 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 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 26, No1 2 (Ap r1, 2005) : pp1193～2131
目前西方社会对政治的失望情绪被认为源于对人类控制各种事务的能力的怀疑 ,而有些矛盾的是 ,怀疑主义即人类对

什么是最佳行动途径的认识的不确定 (因而每个人的意见都应该被平等考虑 )又被看做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不竭动

力。参见安德鲁·甘布尔 :《政治和命运》,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3年版 ; A ryeh Botwinick, Skepticism and Political Partic2
ipation, Philadelphia: Temp 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